演讲题目：

对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之解读与思考
演讲人：邸永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史学博士）

演讲摘要：

费孝通先生（1910—2005年）是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他曾于1978—1980年间任我所副所长，所以也是我们的老领导、老前辈。1988年8月，他在香港发表题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著名演讲，标志着一个由中国学者自己创立的、旨在解决中国自身民族问题的理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应运而生。从那时起直至当今，该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并在我国民族问题研究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作为中国民族史研究者，本人一直运用该理论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在《关于满族形成的脉络及其历史作用》一文中，曾得出如下结论：
自古以来，在中华民族生存空间之内，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部族，即游牧部族和农耕部族。其分界大约在北纬四十度一线。二者既相互依存，又辄生芥蒂。农耕部族为抵御游牧部族的侵扰，不惜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起绵亘万里的雄伟长城，但双方的联系万难割断。无论是汉武帝的“北击匈奴”，还是后来的“五胡乱华”；抑或是蒙元的“铁马金戈”，还是朱元璋的“驱除鞑虏”，两大部族在上下千年、方圆万里的广阔时空里一次次地重演着拉锯战。在此过程中，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不断撞击、融合，北方游牧部族的优秀文化成分不断被吸收、消长，融入中华主流文化体系。

经济文化层面依存源远流长，也就预示着制度层面的归一势在必然。满族先世虽长期偏成东北一隅，但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其族人农牧双全且擅长渔猎。当其把握契机，挥师中原，定鼎北京，君临华夏以后，以其特有的对两种文化内涵的颖悟，从全新的视角，用独创的方式观察、处理民族问题，终于完成了将两大部族融为一体的历史重任，使万里长城永成陈迹。
上述观点即因该理论的指导与启发而形成，此文发表于《北方民族》2007年第1期，《中国民族报》予以登载，“中华文史网”等多家网站予以也予转载，并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同时，我在对该理论体系的本体研究方面，也一直予以关注，先后撰写并发表论文三篇。
2002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计划在贵阳举办“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架构”研讨会。会前，院外事局指定由我所提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背景资料，作为会议文件之一。考虑到此前我曾采访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陈连开先生（1933—2010年），撰写并发表学术访谈录，内容涉及到其曾协助费老进行理论创建方面的工作。因此，所领导便将任务布置于我。我根据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The Pattern of Disersity in Unity of Chinese Nation（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并参考我所撰《陈连开先生访谈录》（《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1年卷），完成《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创立过程、内涵及其影响》一文，计18000字，于该理论的创立过程、内涵及其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归纳、提炼、阐发与评述。研讨会结束后，与会专家提交之30篇论文（其中台湾学者论文16篇）由卢晓衡主编结集，名曰《三教圆融 两岸一体》，由经济管理出版社于2003年11月出版。此文作为《附录》之一，随之发表。
此后，此文被转载、摘发于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刊《炎黄文化研究（第二辑）》（王俊义主编，大象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学习时报》、《中国民族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和《北京日报》等多家报刊，其中《北京日报·理论版》为整版，产生了一定影响，也引发了我对该理论本体研究之兴趣。
2008年，《北京日报》理论部就如何深化该理论向我约稿，我撰写完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再认识》一文，发表于2008年04月21日《北京日报·理论版》。文中提出：

“‘多元一体格局’不仅能合理地解释多民族的中国的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当今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民族整合的现实。因而带有普世性。”
此文发表后，多家媒体予以转载。
2011年01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我所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再探索》一文，提出以下观点：

根据费老的“多元一体”理论，当今在我国国民的民族成分认同方面，存在着两个层次的认同。一是对“中华民族”的总体认同，一是作为本民族归属的认同。而前者无疑是核心认同，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民族认同。费老认为，在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中，汉族和少数民族可以各得其所，分属于不同层次的认同体。尽管我们在语言中都用‘民族’这同一个名词，但它可以指不同层次的实体。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同属于一个层次，他们互相结合而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的多元形成的一体，是高一层次认同的民族实体。随着苏联解体和中国自身改革开放的深化，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面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现实，我们不仅应在方针政策等层面进行应对，更应在民族理论方面继续予以深化和完善。任何人都不能超越其时代，费老依托于当时的环境，在 “民族”概念上构建出一个双层结构，上层为“中华民族”，下层为56个“民族”，这种提法本身便存在着有待完善之处。

在民族理论的探索方面，我们既不能割断历史，也不可力求稳定不变。我们不仅要尊重传统，同时也要面对现实，借鉴当今世界其他多民族大国的成功经验。其实，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均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宗教和语言群体，而“民族构建”（nation building）目标就是将所有的群体建成一个共同的“国族”（nation），而上述群体则被称之为民族（ethnic groups ）或直译为“族群”。全体国民共同的核心认同（identity）是“nation”而不是“ethnic groups”，着力强调的是国家宪法和国民的公民权，将种族、族群之间的差异视之为历史与文化差异，不认可也不允许各“民族”（或曰族群）有超越宪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特殊政治权利。同时，也要保存和发展各少数民族（或曰族群）的文化特征和风俗习惯。将种族、族群差异“文化化”，并以此淡化种族矛盾和政治冲突的思路，无疑值得“多民族”的中国借鉴。

针对当前在我国在边疆和民族问题上出现的新情况，马戎先生提出了他的新观点，认为应大力强调“中华民族”的概念，并加强“中华民族”的“民族构建”。在民族认同问题上，要理直气壮地以“中华民族”为核心认同，构建全体中国人的“民族国家”，同时将56个“民族”改称“族群”，仍可简称为××族，对译英文为ethnic group。而当今仍将56个民族对译为nationality的作法，因该词兼有“国籍”之意，很容易产生歧异与误解。其对中国民族理论探索的勇气可嘉，思路也清晰而颇具理性。

而笔者认为，考察我国历史和进百年来学术界对“民族”一词的应用情况和历史惯性，56个作为二级认同的ethnic group可以继续使用民族与之对应，但中华民族（Zhonghua minzu, 或Chinese nation）应更名为“中华国族”则更为严谨、更为合理。

在上述概念的框架下，我们既要强化中华国族的“国族意识”，将目前各二级民族的认同定位于文化、习俗、历史记忆与生活地域等范畴，也要进一步加强对我国境内各民族的习俗、宗教信仰等文化差异的尊重和经济利益、受教育权利的保障。同时，对业已制定并施行的对少数族群成员的各种优惠政策不予改变甚至不断提高和加强。这无疑是利于加强我国各族群之间的相互认同，提高凝聚力的现实举措，更有利于作为一个国族即中华国族为单元来面对和参与世界各国间的激烈竞争。同时，我们应注重使那些依然保留着传统意识的各民族成员逐步过渡为现代“公民国家”的国民，真正实现中华国族的国族自觉。

由此而论，提出“中华国族”的概念并写入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保障和促进我国全体公民在国族层面上的核心认同。
此文发表后，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视野》杂志和《中国民族报·理论版》转载此文，多家网站也予以转载。产生了一定影响。
我为有机会与各位同仁进行学术交流切磋而深感荣幸，非常愿意将上述研究心得带来与大家分享，以就教于同道方家。今后，我仍将关注该理论的研究与应用动态，并继续思考、探求，为推进我国的民族研究事业力尽绵薄。
附一：《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创立过程、内涵及其影响》要点：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任何一种理论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需求、实践总结和冥思升华的结果，同时又必然是对其他相关理论的借鉴和吸纳。费孝通（1910—2005）先生创立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就是在上述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的。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以全新的思路、百倍的热情，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棘手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并一直探索着一条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逐步予以解决的道路。实践证明，上述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尤其值得大书特书者，便是伴随着这个过程，一个由中国学者自己创立的、旨在解决中国自身民族问题的理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也应运而生，并在指导我们研究我国的民族问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费孝通先生不是历史学家，但对中国史学界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汉族中心论”观点一直怀有反感。如何跳出这一窠臼来重新认识中国的昨天，如何能够公允、客观地描述中国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相互依存的历史，一直是萦绕在先生心头的重大问题之一。从中央访问团回京后，先生参与筹备中央民族学院的工作。他以学术战略家的眼光提出建议，聘请一批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民族学家来民院执教，以形成合力，推动民族研究事业。这个建议得到上级领导首肯，一批学有专长的各类专家聚集在先生麾下。不久，先生又建议在课程设置中增加一门综合性介绍各民族历史的基础课。却未能找到愿意承担该课程的学者。因为当时的许多历史学家皆无讲授该课程的学术积累和准备。的确，过去从来就无人从民族角度有系统地讲授过中国通史。无奈之下，先生只得亲自出马，登上讲坛。这门课程讲授一个学期，并形成一本讲义，并有幸在文革期间得以保留下来。

1988年夏，先生已年近八旬。出于对民族研究的留恋，老问题又涌上心头。他利用去威海度假的机会，带上这本幸存的讲义，打算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重新把这20多年来的思考结合这本讲义，整理出一篇文章。恰在此时，先生接到Tanner讲座之约，赴香港中文大学作一次学术讲演。利用这次机会，先生将作为数十年思考与研究成果的文章作讲稿，题目是“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约26000字，分为12个问题。在这篇文章中，先生初步走出了郁积多年在民族研究上的困惑，也提出了不少值得继续探索的观点。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民族理论体系的诞生。
在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结构的研究领域孜孜以求的同时，许多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也在思索和探讨着同一问题，陈连开先生即其中之一。陈先生上个世纪50年代就读于中央民院，他沉潜典籍，勤于思考，视野开阔，思维活跃。于受命参与在清末学者杨守敬主编《历代舆地图》基础上编写《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过程中，开始思考“如何从总体上评述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问题，并有机会向郭沫若先生请教。郭老认为是“北方防御，南方浸润”，初步勾勒出中国历史上南北农牧民族关系的发展脉络。陈先生深受启发，不断探索，连续发表三篇论文，将中华民族概括为“多元集合体”，并得到费老的关注。在不久后的约见过程中，费老认为“多元集合体”的提法有些模糊，很不好理解，不如概括为“多元一体”。费老在参考陈连开先生研究成果的的基础上，以其高度的概括力，将中华民族结构作了高层次阐发，完成《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堪称杰作，并在香港Tanner讲座上首次发布。至此，一个中国学者通过亲身实践、长期思考而形成的民族理论呱呱坠地，并从一开始便表现出其强大的学术生命力和深远影响。而在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中，费老作为学术大师和社会学家，以其发达、缜密的逻辑思维在构建理论框架、形成完整体系等宏观方面颇多贡献，而作为历史学家的陈连开先生以其对史料的整理和对诸多细节的描述，在微观层面为这一理论的创立提供了必要的学术支持。
附二：邸永君小照、签名与印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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